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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前后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

浓度变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摘要
大气 ＣＯ２浓度的变化主要受源汇和大气传

输过程影响，因此城市地区的浓度观测包含区

域人为源排放的重要信息．为明晰 ２０２０ 年新冠

疫情对 ＣＯ２浓度及人为源排放量的影响，本研

究以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 为研究对象，结合先验排

放清单和高精度大气传输模型，对南昌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的小时 ＣＯ２ 浓度进行

了观测和模拟．基于当地管控政策把研究时段

分为两段：一级管控期间（１ 月 ２４ 日至 ３ 月 １１
日）和二、三级控期间 （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并对排放源等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量化分

析．研究发现：模型能够模拟 ＣＯ２ 浓度的小时变

化特征，然而由于模型没有考虑排放源的高度

信息，尤其是城市中的发电站烟囱等强点源，将
对夜晚浓度高估，而正午（１２：００—１８：００）则无

影响．一级管控期间正午 ＣＯ２浓度（干燥空气中

ＣＯ２ 的 摩 尔 分 数） 观 测 值 和 模 拟 值 分 别 为

４３３ ６３×１０－６和 ４３８ ２２×１０－６，其中模拟的人为源

浓度贡献值高于观测值约 ２１ ９％；而二、三级控

期间的观测值和模拟值分别为 ４３２ ０６×１０－６ 和

４３２ ２４×１０－６，其模拟一致性高．浓度对比结果表

明所使用的先验排放清单能代表二、三级管控

期间人为 ＣＯ２ 的排放量，而一级管控期间的排

放量则偏高约 ２１ ９％，显示出调控措施明显降

低了南昌市人为 ＣＯ２ 的总排放量．整个时间段

植被 ＮＥＥ 的平均 ＣＯ２浓度贡献都小于 ２×１０－６，
表明人为源相较于 ＮＥＥ 是导致 ＣＯ２ 浓度差异

的主要因素．二、三级管控期间的边界层相比一

级管控期间升高，减少了人为 ＣＯ２ 排放量导致

的浓度增加幅度，抵消了背景值浓度升高的影

响，是两个时间段的浓度观测值接近的主要因

素．本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尺度的温室气体反演

提供科学支撑和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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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二氧化碳（ＣＯ２）是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其最新的大气背景浓

度已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上升到 ４１５×１０－６（干燥空气中 ＣＯ２的摩尔分数，
下同）（ｈｔｔｐｓ：∥ｇｍｌ．ｎｏａａ．ｇｏｖ ／ ｃｃｇｇ ／ ｔｒｅｎｄｓ ／ ） ．ＣＯ２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全球尺度上的源大于汇，其中人为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

及土地利用类型改变产生的 ＣＯ２排放则是主要的源，其中城市区域贡

献了全球 ７０％的人为化石燃料燃烧［１］ ．我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宣布力争

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２⁃３］，城市

的降碳减排将成为首要目标．
现阶段，基于“自下而上” ＩＰＣＣ 算法的 ＣＯ２排放清单已成为不同

省市，尤其是工业发达的城市地区制定“双碳”政策、评估其有效性的

关键数据依据．然而，近期有学者通过对比 ９ 个不同机构各自编制的

中国排放清单资料，发现传统的排放清单在省级及更小的市级空间

尺度相对误差甚至超过 １００％［４⁃５］，且并无特定排放清单被证明能准

确展示所有高排放区域的 ＣＯ２排放特征，也无被广泛认同的不确定性

最低的排放清单．因此，如何降低 ＣＯ２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进而加强

对区域尺度 ＣＯ２排放机理的认识，厘清在 ＣＯ２高排放区的排放量，已
成为我国实施“双碳”战略中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排放清单的不

确定性主要是由 ３ 种原因导致的：一是统计渠道的不同导致了活动数

据的差异［４⁃６］；二是排放因子的使用是为了简化碳排放计算过程，它
在时空分布上存在复杂性，绝大多数地区都未进行本地化的校

正［７⁃８］；三是由于缺乏不同组分排放量的空间分布信息，以往结果通

常采用间接资料，如人口分布或者夜晚灯光指数，这并不能真实代表

ＣＯ２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６，９］ ．因此，传统排放清单无论在总排放量，
或者空间分布上的不确定性依旧较大．

而基于高精度大气 ＣＯ２浓度观测和传输模型的“自上而下”排放

量反演，则以真实大气浓度观测为约束条件，为准确估算人为 ＣＯ２排

放量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１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世界气象组织召开了全球

温室气体信息系统会议（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Ｇ３ＩＳ），同样指出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观测及

“自上而下”方法与传统排放清单算法相结合的重

要性．大气传输模型基于其原理可分为“欧拉”和“拉
格朗日”两大类，每类都包含不同机构开发的模型、
气象驱动场、边界层参数化及反演同化方案．不同模

型都有对应的优缺点，其中基于“拉格朗日”原理的

反演方法具有空间分辨率高、气象场可离线优化等

优势，在国外多个城市开展过相关温室气体反演研

究［１０，１４⁃１５］，但在我国城市地区应用较晚，最早在南京

市开展过相关研究［３，１６⁃１８］ ．气象场的准确模拟是大气

反演的重要基础，不同的模型及参数化方案的选择

将得到不同的气象场尤其是边界层高度，进而导致

反演结果的差异及降低可靠性．因此，为了得到 ＣＯ２

排放量反演的可靠结果，需针对不同模型进行浓度

模拟及通量反演研究，并评估量化其不确定性来源．
我国政府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不同时期采取

了对应有效的管控措施，有力地控制了疫情．本研究

通过对比江西省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浓度在疫情前后的

变化，并结合高精度的拉格朗日大气传输模型对其

进行模拟评估，进而量化不同因子（主要包括人为

源、自然源、背景值和气象场）对其浓度变化的影响，
以期为丰富我国大气反演的模型方法提供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大气 ＣＯ２浓度观测

大气 ＣＯ２ 浓度观测点位于南昌市（面积 ７ １９５
ｋｍ２）内的生态气象观测站（１１５°４６′Ｅ ，２８°４１′ Ｎ），
观测仪器为 Ｇ２４０１（Ｐｉｃａｒｒｏ 公司）大气 ＣＯ２浓度在线

分析仪，进气口安装在离地面 ５０ ｍ 的高塔上（图
１），且由特氟龙管路和浓度分析仪连接．仪器每 ３ ｈ
标定一次，标气可追溯到 ＮＯＡＡ ／ ＧＭＬ（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标准，所使用的标气包含 ３ 个浓度

梯度（高浓度：４４０ ０３×１０－６；中浓度：４０５ ５０×１０－６；低
浓度：３６１ ９１×１０－６）．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标定后

的小时 ＣＯ２浓度，标定的具体步骤可参考文献［１９］．

１ ２　 大气 ＣＯ２浓度模拟

本研究将采用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大气传输模型对小

时 ＣＯ２浓度进行模拟，并分别研究不同因子对浓度

变 化 的 贡 献． ＳＴＩＬＴ （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Ｔｉｍ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模型基于拉格朗日原理，其气

象驱动场由 ＷＲＦ（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 ２ ２）模型模拟，模拟区域设置为 ２
层嵌套，内外层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９ ｋｍ 和 ２７ ｋｍ

图 １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的模拟区域设置（Ｄ⁃ＳＴＩＬＴ 为 ＷＲＦ
气象场用于驱动 ＳＴＩＬＴ 的区域）及高塔观测站（右图）

Ｆｉｇ １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ｍｏｄｅ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Ｄ⁃ＳＴＩＬ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ＴＩＬＴ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ａｎ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ｌ

ｔｏｗ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Ｏ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ｌｅｔ ａｔ ５０ ｍ ｈｅｉｇｈｔ

（图 １），Ｄｏｍａｉｎ１ 包括我国中部和东部区域，Ｄｏｍｉａｎ２
则覆盖华中地区，模型垂直分为 ３９ 层，其参数化方

案采用 Ｈｕ 等［１７］的设置，该参数化方案已在前期与

观测气象要素的对比研究中表明模拟准确性高．
ＳＴＩＬＴ 模型通过在观测站点所在位置和高度释放大

量空气粒子，并在气象场的驱动下模拟所有粒子在

大气中的传输过程，积分步长为 １ ｍｉｎ，通过量化在

某一高度内（通常设定为 １ ／ ２ 边界层高度，且对设置

高度不敏感）停留时间，进而计算模拟区域内所有格

点对观测点的潜在浓度贡献源区即足迹权重（ ｆｏｏｔ⁃
ｐｒｉｎｔ），其计算公式如下：

ｆ ＝
ｍａｉｒ

ｈρ（ｘｉ，ｙ ｊ，ｔｍ）
· １

Ｎｔｏｔ
∑
Ｎｔｏｔ

ｐ ＝ １
Δｔｐ，ｍ，ｉ，ｊ，ｋ ， （１）

式中 ｆ 为观测点的浓度足迹权重， ｈ 为影响层高度，
ｍａｉｒ 和 ρ（ｘｉ，ｙｊ，ｔｍ） 分别为对应模拟区域任意格点（ ｉ，
ｊ）在对应时间（ｔ）的空气的摩尔质量和平均密度， Ｎｔｏｔ

为每小时释放的空气粒子数，本研究采用 ５００ 个粒

子， Δｔｐ，ｍ，ｉ，ｊ，ｋ 则代表释放的每一个空气粒子（ｐ）在第

ｍ 小时停留于某一格点空间内（ ｉ，ｊ，ｋ）的归一化时间．
足迹权重的空间模拟范围设置如图 １ 中 Ｄ⁃ＳＴＩＬＴ 所

示（２２°～４４°Ｎ，１００°～１２３°Ｅ），分辨率通常设置为和排

放源一致，本研究为 ０ １° ０ １°．在任一小时模拟的足

迹权重包含过去 １６８ ｈ 的大气运行状况，因此每小时

的足迹权重将是 ２２０ ２３０ １６８ 的数值矩阵，单位则

为 １０－６ ｍｏｌ－１·ｍ２·ｓ．

１ ３　 人为源排放清单和植被生态系统净交换

人为源来自于 ＥＤＧＡＲ ｖ６ ０（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包括 ２８ 类人为排

１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放源，并涵盖所有人为排放源类别，主要包括能源工

业（ＥＮＥ）、制造业（ＩＮＤ）、居民使用（ＲＣＯ）和水泥生

产（ＮＭＭ）．其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１°，时间分辨率为月．
为了得到小时尺度的高时间分辨率排放清单，本研

究将基于不同排放源的日变化系数，在模型中输入

对应的具有小时分辨率的人为源．自然源包括植被

生态系统净交换（ＮＥＥ）与生物质燃烧，都来自于

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ｃｋｅｒ 大气通化系统的反演结果，空间分辨

率为 １° １°，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ｈ．模型中的简化模拟

框架如下：
Ｃｍ ＝ Ｃｂｇ ＋ ΔＣ ｆ ＋ ΔＣｂ ＋ ΔＣＮＥＥ ， （２）

式中 Ｃｍ，Ｃｂｇ，ΔＣ ｆ，ΔＣｂ，ΔＣＮＥＥ分别为大气 ＣＯ２ 浓度

模拟值、ＣＯ２的背景值、模拟区域内人为源排放产生

的浓度贡献、生物质燃烧产生的浓度贡献以及生态

系统净交换（ＮＥＥ） 产生的浓度贡献，Δ 表示对应

ＣＯ２通量引起的浓度贡献，其中当 ＮＥＥ 为负通量（净
吸收）时 ΔＣＮＥＥ为负值，反之为正．

ΔＣｍ ＝ ∑
ｎ

ｉ ＝ １
［ ｆｉ × Ｓ （ｘ，ｔ） ｉ］ ， （３）

式中 ΔＣｍ 为模拟的任一通量产生的浓度贡献，ｎ 为

１６８ ｈ， Ｓ（ｘ，ｔ） 表示由模拟区域内任一格点的通量，与
模型模拟的足迹权重（ ｆｉ）相乘，通量单位为 ｍｏｌ·ｍ－２·
ｓ－１ ．由于足迹权重单位为 １０－６ ｍｏｌ－１·ｍ２·ｓ，因此通量和

足迹权重相乘可直接得到对应的浓度贡献．模型中

ＣＯ２的背景值取自瓦里关区域本底站的观测［１７］ ．

１ ４　 南昌市疫情期间管控措施

江西省及周边省市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开始实

施新冠疫情防控一级应急响应，到 ３ 月 １２ 日下降为

二级应急响应，３ 月 ２０ 日降低为三级应急响应．在一

级响应期间，城市交通和工厂生产及建筑等各行各

业受到严格管控，而二级响应期间，各行各业开始恢

复正常生产，三级响应逐渐恢复到接近疫情前水平．
本研究把 １ 月 ２４ 日到 ３ 月 １１ 日共 ４８ ｄ 设置为一级

管控期间，３ 月 １２ 日到 ４ 月 ３０ 日共 ５０ ｄ 归为二、三
级管控期间，因此两个时段的总天数接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观测期间 ＣＯ２浓度贡献源区

为展示研究期间南昌市 ＣＯ２观测点的潜在贡献

源区及其空间分布，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拟了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的所有小时足迹权重．如上所述，
任一小时的足迹权重包含 ２２０ ２３０ １６８ 的数值矩

阵，其中 ２２０ ２３０ 代表模拟区域内的空间分布，１６８

则代表影响该小时浓度的过去 ７ ｄ 的大气运动．将研

究时段内所有足迹权重进行平均，图 ２ 为平均浓度贡

献源区空间分布，从图 ２ 可知该浓度的主要贡献来自

于南昌市内及江西的东北部，受当地冬春季盛行风向

影响呈现东北—西南走向．此外，江西省内其他地区及

江西周边各省市都对该观测站点的浓度变化有影响．
为了量化不同区域对该站点的具体影响，下面将结合

各地排放源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与模拟．

图 ２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模拟的观测点浓度贡献源区足迹权重，
数值以常用对数（ｌｇ）的形式表示，表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平均值

Ｆｉｇ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ｆ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ｌｇ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ｔｈ ｔｏ Ａｐｒｉｌ ３０ｔｈ，２０２０

图 ３ 为 ＥＤＧＡＲ 人为源和植被生态系统净交换

（ＮＥＥ）的空间分布，其中人为源包括除飞机飞行期

间 ＣＯ２排放外的所有类别，这是因为飞机飞行高度

主要在大气边界层高度以上，在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中

不被认为是地面源．从图 ３ 植被 ＮＥＥ 的空间分布可

以看出，研究时段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内在江西

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弱的碳源，只是在全省少部分森

林覆盖区表现为碳汇．而人为总排放量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全省的碳源主要分布在江西的北部地区，
这和全省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分布状况一致．结合

模拟的观测点足迹权重可知，将主要受到来自南昌

市内及北部地区排放的强 ＣＯ２人为源影响．ＥＤＧＡＲ
的排放清单中展示出了明显的月变化特征，南昌市 １
月至 ４ 月的日排放量分别为 ９ ６９ １０４、９ ９３ １０４、
９ ４４ １０４和 ８ ８４ １０４ ｔ．以上 ＥＤＧＡＲ 排放清单被

２４
胡诚，等．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前后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浓度变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ＨＵ Ｃ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认为先验排放源，尤其是疫情期间的排放源会降低，
因此会在本文 ２ ３ 部分对比先验模拟浓度与真实

ＣＯ２浓度后讨论排放量变化．
模型结合 ＥＤＧＡＲ 排放清单模拟了不同省份对

观测点的浓度贡献及其比例（表 １）．由表 １ 可知，江
西省产生的 ＣＯ２浓度贡献为 １１ ８２×１０－６，约占总人

为源浓度增加值的 ６９ １％，南昌市局地排放源贡献

了 ６０ ６％，高贡献主要是因为观测站点位于江西省

南昌市．此外，相邻的湖北和安徽省分别贡献 ５ ８％
和 ４ ５％，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冬春季的盛行东北、西
南风使得两省的排放可以被快速传输到南昌市内观

测点．而江苏、河南和山东三省虽不与江西省相邻，
但其贡献分别达到 ４ ０％、１ ６％和 １ ０％，图 ３ａ 也显

示这三省都是 ＣＯ２高排放区，表明远距离大气传输

过程对城市 ＣＯ２浓度有重要影响．虽然以上浓度贡献

比例是基于先验排放清单模拟的结果，考虑到江西

及周边各省市的城市区域管控措施时间及强度接

近，各地的排放源变化具有一定的空间相似性．因此

模拟的不同省份所占比例被认为变化不大，而真实

的人为源浓度贡献会相应减小．

２ ２　 疫情前后大气 ＣＯ２浓度变化及模拟对比

南昌市观测站大气 ＣＯ２浓度模拟与对比如图 ４ａ

所示，可以看出模型能较好地模拟 ＣＯ２浓度的小时

变化特征．其中一级响应期间的模拟值相对于观测

值偏高，而二、三级响应期间的模拟值则更接近观测

值，这主要是疫情管控导致的对交通出行、工业生产

能耗及电力需求的下降，因此使得化石燃料的使用

量减少及 ＣＯ２排放量的降低．一级响应管控时段的

ＲＭＳＥ（均方根误差）、ＭＢ（平均误差）和 Ｒ（相关系

数）分别为 １５ ４７×１０－６、５ ９１×１０－６和 ０ ５５；二、三级

响应期间则是 １５ ２１×１０－６、４ ２３×１０－６和 ０ ５８．对应

浓度贡献的组分分析如图 ４ｂ—ｃ 所示，两个时段内

的植被 ＮＥＥ 产生的浓度贡献分别为 １ ５７×１０－６ 和

１ ８９×１０－６，而模拟的先验人为源贡献分别为 ２６ ３０×
１０－６和 ２１ １１×１０－６，因此植被 ＮＥＥ 相对于人为源的

浓度贡献所占比例小于 １０％，可知模拟时间段的小

时浓度变化主要受到人为源影响，而植被 ＮＥＥ 相对

于人为源则较低． 一级响应管控期间能源工业

（ＥＮＥ）占据人为源的主要比例，约 ４９ ７％，其次是制

造业（ＩＮＤ）贡献了 ２１ ８％，居民生活（ＲＣＯ）１１ ９％，
水泥生产（ＮＭＭ）占 ６ ５％．二、三级管控期间能源工

业、制造业、居民生活和水泥生产则分别贡献了

５３ ３％、２２ ０％、７ ４％和 ７ ０％，说明两个时段内大气

ＣＯ２浓度组分很接近．

图 ３　 研究时段内人为 ＣＯ２总排放源（ａ；以常用对数 ｌｇ 表示）和 ＮＥＥ 的空间分布

（ｂ；单位：ｍｏｌ·ｍ－２·ｓ －１），红线标注为江西省，蓝线为南昌市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ＥＤＧＡＲ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

（ｕｎｉｔｓ：ｍｏｌ·ｍ－２·ｓ －１），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ｅｄ ａｎｄ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ｙ ｂｌｕｅ

表 １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模拟的不同省份及南昌市对观测点先验浓度贡献及其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源区 江西 南昌 湖北 安徽 江苏 浙江 河南 山东 湖南 广东 其他

浓度贡献 ／ １０－６ １１ ８２ １０ ３６ ０ ９９ ０ ７７ ０ ６８ ０ ４２ ０ ２７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２５ １ ５３

浓度贡献占比 ／ ％ ６９ １ ６０ ６ ５ ８ ４ ５ ４ ０ ２ ４ １ ６ １ ０ １ １ １ ５ ９ ０

３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图 ４　 （ａ）观测的小时 ＣＯ２浓度与模拟值、（ｂ）模型模拟的总人为源和 ＮＥＥ 贡献的浓度贡献和（ｃ）不同类别的人为源贡献

Ｆｉｇ 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ｈｏｕｒｌｙ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ｂ）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ａｎｄ （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研究发现模型在部分时段会出现浓度的偏高，
使其超过 ５００×１０－６，而观测结果并无如此高值出

现．通过分析发现浓度偏高都出现在夜晚，此时模

型模拟的边界层高度低于 １００ ｍ．而在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的排放源设计中，认为所有排放源都是在近地

面排放，并无其高度信息．但是本研究表明，南昌市

周边发电站烟囱高度通常高于 １００ ｍ，而夜晚的边

界层高度，尤其在冬季常低于 ５０ ｍ，导致在真实情

况下排放源处于边界层以上的自由大气层，进而对

边界层内部的浓度影响非常弱，而模型默认为排放

是在地面，使得模拟的排放源影响更强（图 ４、５），
浓度更大．因此建议今后在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拟研究

中，对于有一定高度的点源，需要结合模拟的小时

边界层高度的空间分布，首先进行排放源与边界层

高度的对比，然后耦合到模型中进行排放源动态

筛选．

２ ３　 疫情管控及气象因素对浓度变化的影响

通过对比两个研究时段内的平均日变化 （图

５ａ、ｂ），发现一级响应期间，观测值都是小于模拟值，
而二、三级响应期间观测和模拟更接近，尤其是在正

午时段（１２：００—１８：００）．以往基于浓度观测分析排

放量变化的研究，都只使用正午时段的数据，这主要

是基于 ３ 方面原因考虑：１）该时段的边界层发展强

烈，有利于空气中 ＣＯ２的充分混合和传输，使得观测

和模拟值能代表更大空间，且相对于其他时间段，不
易受到局地强点源（如小于 ５０ ｋｍ 的发电站）的干

扰；２）模型中对于该时间段边界层模拟的误差及其

对浓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时间段更小，模拟结果准

确性更高；３）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中目前都未采用排

放源的高度，使得边界层低于 １００ ｍ 的时候模型会

出现模拟偏高，这也是图 ４ａ 模型在夜晚偏高和图

５ａ—ｆ 中在 １８：００—０８：００ 的模拟结果上升的幅度

会大于观测结果的主要原因．因此，下面将只选取

正午时段的观测和模拟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２ 所

示，一级和二、三级管控期间正午 ＣＯ２浓度分别为

４３３ ６３×１０－６ 和 ４３２ ０６ × １０－６，虽然两者值比较接

近，但并不代表两个时段的排放量没有变化，因为

大气中 ＣＯ２浓度主要受到气象场（尤其是边界层高

度和风向变化引起的源区差异）、人为源、植被生

态系统净交换以及 ＣＯ２背景场 ４ 个因子的影响．进
一步分析人为排放量变化对浓度的影响，一级响应

期间观测到的人为源浓度贡献值（观测减去背景

值、植被 ＮＥＥ 和生物质燃烧产生的浓度贡献）为

１６ ３１×１０－６，模拟的人为源浓度贡献值为 ２０ ８９×

４４
胡诚，等．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前后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浓度变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ＨＵ Ｃ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图 ５　 观测和模拟的 ＣＯ２浓度日变化，包括（ａ）一级响应期间 ＣＯ２浓度对比、（ｂ）二、三级响应期间

ＣＯ２浓度对比、（ｃ）一级响应期间浓度贡献对比、（ｄ）二、三级响应期间浓度贡献对比、

（ｅ） 一级响应期间模拟的浓度贡献组分对比和（ｆ） 二、三级响应期间模拟的浓度贡献组分对比

Ｆｉｇ ５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ｏ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０－６，观测值低于模拟值约 ２１ ９％，由于前期研究

证明所使用的参数化方案对气象场模拟较准

确［１６⁃１８］ ，因此基于浓度贡献比值方法［１４，２０］ ，可认为

该时段排放量降低幅度约为 ２１ ９％；二、三级响应

期间观测到的人为源浓度贡献值为 １３ １６×１０－６，
模拟的人为源浓度贡献值为１３ ３４×１０－６，说明人为

源排放源能代表该时段的排放量．若使一级响应期

间的排放量降低 ２１ ９％，则校正后模拟的人为源

浓度贡献从 ２０ ８９×１０－６下降为 １６ ２９×１０－６，模拟

ＣＯ２浓度将与观测值一致．表 ２ 进一步列出了对以

上 ４ 种影响因子的量化分析，其中背景值和植被

ＮＥＥ 差异分别为－２ ９１×１０－６和 １ ３３×１０－６，人为源

差异为 ２ ９５×１０－６ ．因此可知，二、三级管控时段背

景值的增加抵消了气象要素差异导致的人为源浓

度贡献减小的差异．

表 ２　 两段管控期间观测与模拟 ＣＯ２浓度对比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时段）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０－６

研究时段
观测的
ＣＯ２浓度

模拟的
ＣＯ２浓度

ＮＥＥ 的浓
度贡献值

人为源的
浓度贡献

ＣＯ２背景
值浓度

一级管控 ４３３ ６３ ４３８ ２２ １ ３９ ２０ ８９ ４１５ ９３

二、三级管控 ４３２ ０６ ４３２ ２４ ０ ０６ １３ ３４ ４１８ ８４

两者差异 １ ５７ ５ ９８ １ ３３ ７ ５５ －２ ９１

模型中在一级管控期间使用的南昌市先验人为

源日排放量为 ９ ７８ １０４ ｔ，二、三级管控期间则是

９ ０８ １０４ ｔ，前者是后者的 １０７ ７％，因此若两个手

段内气象因子相同，则模拟的人为源浓度贡献前者

同样是后者的 １０７ ７％，然而模拟的先验人为源浓度

贡献则分别为 ２０ ８９×１０－６和 １３ ３４×１０－６，前者是后

５４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１）：４０⁃４９



者的 １５６ ６％，因此二、三级管控期间的气象因子使

得人为源的浓度贡献偏低．为了量化主要气象因子

对 ＣＯ２浓度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对比了模拟的南昌

市内向下短波辐射（Ｒｓ）、２ ｍ 高气温（Ｔ２ｍ）、边界层

高度（ＰＢＬＨ）以及 １０ ｍ 高风速（Ｕ１０）（表 ３ 和图 ６），
发现二、三级管控相对于一级管控期间人为源浓度

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边界层高度，其间接原因

是向下短波辐射的增加导致地面温度及边界层垂直

图 ６　 两段研究时间内的南昌市气象要素对比，包括（ａ）向下短波辐射（Ｒｓ）、（ｂ）２ ｍ 高度气温（Ｔ２ｍ）、

（ｃ）边界层高度（ＰＢＬＨ）及（ｄ）１０ ｍ 高度风速（Ｕ１０）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ｏ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 Ｒｓ：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ｂ） Ｔ２ｍ：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２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ｃ） ＰＢＬＨ：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ｄ） Ｕ１０：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ｔ １０ ｍ ｈｅｉｇｈｔ

扩散能力的增强，而风速并不是主要因素．

表 ３　 两段管控期模拟的气象要素对比（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时段）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ｌｏ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研究时段 ＰＢＬＨ ／ ｍ Ｒｓ ／ （Ｗ ／ ｍ２） Ｔ２ｍ ／ ℃ Ｕ１０ ／ （ｍ ／ ｓ）

一级管控 ５７２ ７ ４２８ ７ １１ １ ４ ２

二、三级管控 ８７５ ５ ５９９ ４ １９ ２ ４ １

两者差异 －３０２ ８ －１７０ ７ －８ １ ０ １

３　 讨论

目前已有部分研究通过“自下而上”排放清单

方法和“自上而下”基于浓度与卫星观测的大气反

演方法量化了疫情对 ＣＯ２排放量的影响，但不同的

研究差异显著，得出我国人为 ＣＯ２排放量下降幅度

为 １０％～ ４０％［２１⁃２３］，其中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３］ 基于排放清单

方法计算了我国东部格点尺度的人为源减小量，结
果表明空间存在很大异质性，但平均值约 ４０％．而
Ｈａｎ 等［２４］结合排放清单算法和各地经济统计资料，
得出华东地区人为源下降约 １１％；基于全球卫星观

测数据，另一研究［２１］反演了全球各国及我国各省疫

情期间人为 ＣＯ２排放量的下降幅度，得出江西和华

东地区下降近 ２０％的结论．本研究得出的南昌市排

放量下降值处在以上结论的中值范围．考虑到不同

城市经济和工业格局和组成的差异，因此，该数据会

存在空间上的差异．也有文献研究了疫情对西安大

气 ＣＯ２浓度的影响，发现浓度贡献比非疫情期间低

５２ ３％，排除气象要素后也低 ３５ ７％［２５］ ．此外，其他

空气污染物（如 ＣＯ、ＮＯｘ、ＳＯ２）的浓度变化则研究较

多，且由于和 ＣＯ２具有相似的排放源（主要是化石燃

料燃烧等），因此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一项对江西

的研究发现，ＣＯ、ＮＯｘ、ＳＯ２这 ３ 种空气污染物浓度在

疫情期间分别下降 ２４％、５３％和 ２１％［２６］；Ｄｉｎｇ 等［２７］

基于卫星观测的 ＮＯｘ数据，得出发电厂的排放下降

约 ４０％的结论，而 ＮＯｘ的减小主要是燃料底物使用

量降低导致的，因此可推断发电站的 ＣＯ２排放量也

下降近 ４０％．
基于大气传输模型和温室气体浓度观测的大气

反演方法，最开始的目的是获取植被生态系统净交

换和海洋碳通量，其中的基本假设是人为源是准确

的．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前排放清单不确定性

依旧较大，区域尺度达到 ５０％ ～ １００％［４⁃５］，因此反演

过程中人为源排放清单的误差会被直接传递给植被

生态系统净交换［２８］ ．为了降低人为源排放清单的不

确定性，近几年对城市尺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反演的

研究逐渐在国内外开展．需要指出的是，边界层高度

的模拟是导致反演结果偏差的重要因素，模型中模

拟出偏高（或偏低）的边界层高度会得到偏低（或偏

高）的先验 ＣＯ２浓度，反演过程则会误认为是排放清

单偏低（或偏高）．不同研究机构往往只采用一种大

６４
胡诚，等．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前后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浓度变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ＨＵ Ｃ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２０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气传输模型，且在研究过程中并未基于边界层高度

真实观测评估不同参数化方案的模拟误差及对排放

量反演的影响．此外，不同的先验排放清单由于空间

分布的差异及排放清单的低空间分辨率（通常为 １０
ｋｍ 或 ０ １°），不可避免会产生潜在的集合误差［１５］ ．

当今的温室气体观测网络分布较稀疏，通常一

个城市只有一个浓度观测站，这限制了模型对城市

排放源空间上的解析能力．国外已经开始了在单个

城市（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进行多

个温室气体浓度观测站的布局［１２⁃１３，２９］，而我国目前

也正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开展城市温室气体高密

度布网观测的探索，这将提升我国的城市温室气体

反演能力，增加排放清单的准确性．为了提升城市温

室气体反演的准确性，使用 １ ｋｍ 及更小空间尺度的

排放清单和高密度的城市温室气体浓度组网观测，
是提升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反演能力的必要

手段．

４　 结论

１）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能够准确模拟南昌市大气

ＣＯ２浓度的小时变化特征，然而由于模型未考虑排放

源的高度信息，尤其是城市中的发电站烟囱等强点

源排放，将高估夜晚浓度，而正午（１２：００—１８：００）则
无影响．

２）通过对比两个时段的 ＣＯ２ 浓度观测和模拟

值，结果表明所使用的先验排放清单能代表二、三级

管控期间人为 ＣＯ２的排放量，而一级管控期间的调

控措施明显降低了南昌市人为 ＣＯ２ 的总排放量约

２１ ９％．在以后研究中，将把边界层高度的变化与排

放源的高度（尤其是包含工业生产、发电站等强点

源）耦合加入 ＷＲＦ⁃ＳＴＩＬＴ 模型，并基于贝叶斯方法

的大气反演框架，反演得到不同源的校正系数及优

化后的相对贡献．
３）人为源差异相较于植被 ＮＥＥ 是导致两个时

段浓度差异的主要因素，虽然正午浓度观测值分别

为 ４３３ ６３×１０－６和 ４３２ ０６×１０－６，但并不代表其人为

排放源相近．二、三级管控期间的边界层相比一级管

控期间升高，减少了人为 ＣＯ２排放量导致的浓度增

加幅 度， 抵 消 了 两 个 管 控 时 段 的 背 景 值 差 异

２ ９１×１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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